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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認同反映了個體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自己
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也與地區的繁榮穩定密切聯繫。近年來，
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問題面臨一些挑戰，這
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本研究對港深兩地 1,100 餘名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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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現狀進行調查分析，並引入了心理學的視角探討國家
認同的心理影響，進一步拓展國家認同與心理因素的研究。研
究結果表明，香港地區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程度顯著低於深圳
青少年，尤其體現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偏低上。此外，
自認為是「香港人」的學生比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學生有更低
的公民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結果表明，國家自豪感和國家認同程度與青少年積
極心理狀態高度相關。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的提升對其心理健康
也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關鍵詞

心理健康、正向心理學、青少年、國家自豪感、國家認同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reflects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ride. 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a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Hong Kong people, 
especially youngsters, has faced some serious challenges and thus needs to be 
studied urgent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nd analy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more than 1,100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nd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Hong Kong youngster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henzhen youngsters, especially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ide. Besides, students who think they are “Hong Kong people”have 
lower civ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pride than those who think 
they are “Chine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ide 
a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positive mental state of adolescents.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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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回顧

1　香港人的國民認同及研究

迄今為止，香港回歸已有 20 多年。然而，香港人民的國
民身份認同經歷了由升到降的過程。調查香港人國家認同的
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也有個別研究分析了英國殖
民時期的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和地區認同，並認為，香港人的地
區認同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逐漸增強（Stembridge & 
Fisac, 2003: p.23）。到了八十年代，「香港人」認同已經成為普
遍現象。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將香港未來與中國相連接之
後，國家認同問題再次成為研究熱點。有學者採用了單一條目
的研究方法，要求被試選擇自我認同為「香港人」還是「中國
人」（Lau, 1997: pp.43-58）。其研究結果顯示，1985 年到 1995
年間的 8 次投票中，大部分香港人持有地區認同（49%-64%），
小部分人具有中國國民認同（24%-36%），還有 10%-21% 的人
持雙重認同（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到了
九十年代中期和二十一世紀初，幾項投票結果體現了香港人的
雙重認同在回歸後的幾年中有所提升。此時的香港人在維持
其作為香港人的強烈情感的同時，也表現出較高的中國國民認
同。然而這個趨勢在邁進 2010 年的前幾年開始發生了變化。
據香港大學 1997-2013 年的民意調查，參與調查的香港人被問
到「你將自己定義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
國的香港人？」從 2008 年下半年開始，回答為「香港人」的比
例又開始有所提升（2012 上半年高至 44%），而 2011 年下半



4

岳曉東、張宙橋、鄭小冰、王雯晶、閻洪

年回答為「中國人」的比例下降至 17%（Steinhardt, Li & Jiang, 
2017: pp.261-276）。

凡此種種，香港社會當前出現的種種獨立與分離的亂象都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民，尤其是香港青少年對於「一國
兩制」以及「香港基本法」缺乏認知和理解，香港社會對「一國
兩制」框架的具體實施仍有很大疑慮，同時也反映出香港民眾
國家認同的缺失。

就學術定義而言，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包括了民
族認同（ethnic identity）和公民認同（civic identity）兩維度

（Brubaker, 1992），其中民族認同指向固有文化印記和血緣關
係，包括關於祖先、出生地、宗教或文化習俗等方面的觀念；
而公民認同則指向對共有政治制度和規範的接受。香港人的公
民認同源於在英國殖民時期形成的公民價值觀，比如對人權、
自由和法律法規的強烈信仰（Matthews, Ma & Lui, 2007），而
其民族認同則來自於與內地共有的歷史記憶，以及種族和地域
認同。1997 年以後政權結構的變化可能使得香港人的公民認
同出現適應性問題。有研究結果顯示，相比於對政治認同，香
港人對中國有更高程度的民族認同。並且，通過調查香港人
對代表國家認同兩個維度的文化標誌的反應，與代表中國政治
的圖片（例如中國解放軍）相比，香港人對諸如「萬里長城」等
圖片表現出更強烈的歸屬感（Chan, 2014: pp.25-34; Fung, 2004: 
pp.399-414）。

由此，香港的研究者們將港人的國家認同列出了四種不
同形式：中國人（ Chinese ）、香港人（ Hongkonger ）、中國
的香港人（Chinese in Hong Kong; Hongkonger and secondarily 
Chinese），香港的中國人（Hongkonger in China; Chinese and 
secondarily Hongkonger）（Hong, Liao, Chan, Wong, Chiu, Ip, Fu  
& Hansen, 1999: pp.257-279; Lam, 1999: pp.237-256）。其中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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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視為雙重認同，即同時持有作為香港人群體成員的地區認
同和作為中國人國民群體成員的國家認同。如前所述，香港人
大多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或者持雙重認同，而只有小部分人持中
國國民身份認同。與單獨的地區認同和國家認同相比，人們認
為雙重認同可能具備更好的適用性。而另一方面，這種雙重認
同也可能會造成情感上的混亂和矛盾。這也是需要進一步釐清
的研究課題。

國外研究顯示，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可以從微觀和宏觀
的角度來進行探討。在微觀上講，很多研究涉及人口學變量
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例如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能與低國
家認同相關（Bollen & Medrano, 1998: pp.587-621）。在宏觀上
講，社會經濟程度和普遍價值觀與人們的國家認同有關。例
如，有研究表明，國家認同被認為與傳統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有
關，而具有傳統價值觀的個人或國家，往往具備更高程度的國
家認同（ Inglehart, 2008: pp.130-146）。此外，有心理學研究者
發現，作為自變量，國家認同對幸福感有提升作用（Reeskens 
& Wrignt, 2011: pp.1460-62），高國家認同也有助於提升自尊程
度（Phinney, Cantu & Kurtz, 1997: pp.165-185），作為因變量，
國家認同受到人格維度的影響（Hibbing, Ritchie & Anderson, 
2011: pp.601-624）。

有香港學者發現，港人對中國或內地人的積極態度與更
強的國家認同有關。有研究比較了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香港人與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香港人對於同化入中國的態度，後者有着更
強的意願（Fu, Lee, Chiu & Hong, 1999: pp.199-214）。針對香港
高中生的調查表明，為中國運動員獲得金牌喝彩、自願建設祖
國、和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做朋友等行為與更強的國家認同
感有關（Cheung & Li, 2011: pp.1486-1513）。另外，有縱向研
究則表明，香港大學生對內地中國人的態度能夠正向預測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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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同（Hong, 2006: pp.265-288）。

2　正面心理學的含義及研究

此外，正面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是國際心理
學界正在興起的一個研究領域，它以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
丁．賽利格曼（ Martin E.P. Seligman ）和米哈依．西克贊米
哈依（ Mihalyi Csikzentmihalyi ）在 2000 年 1 月發表的文章

《正面心理學導論》為標誌，它力求用一種更加開放、欣賞
的眼光去看待人類的潛能、動機和能力等。具體地說，正面
心理學提倡用主動、樂觀、開放、欣賞的心態看待事物，是
着力研究普通人的幸福、發展、快樂的科學。其理論主要體
現在三方面：一是從主觀層面研究人的正向心理體驗，強調
人要滿意地對待過去，幸福地感受現在，樂觀地面對未來。
二是從個體層面研究積極的特質，如培養積極的人格特質，
增強積極的情感體驗。三是從群體層面研究積極的社會組織
系統，如公民美德的培養、社會責任感、利他主義、職業道
德等等。正面心理學也十分在意培養個人的正面的人格特質
和品質，這包括樂觀、感恩、寬恕、公正、自信、主觀幸福
感和社會關愛等。

岳曉東等人曾對 5,000 多名兩岸四地的中國大學生的個
人幸福感與其相關因素做過研究，結果發現：（ 1 ）樂觀丶自
信丶生活滿意度和低抑鬱症狀與幸福感密切相關；（ 2 ）學
校排名高低和幸福感並沒有直接關係，學校排名中位的學生
幸福感反而比學校排名很高與很低的學生高（ Yue, 2015；
Yue, Hiranandani, Jiang, Hou & Chen, 2017: pp.1-11 ）。岳曉
東還調查了廣州丶香港丶澳門和台灣 812 名大學生的幸福感
現況與其相關的個人因素（中山大學 177 名丶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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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名，澳門科技大學 182 名，台灣靜宜大學 186 名），所
測的變項包括生活滿意度丶樂觀丶抑鬱丶感恩丶創造力丶正
義感丶寬恕、幽默，結果發現，香港大學生的幸福感、感恩
心和創造力均排位最低，廣州大學生的幸福感排位最高，其
抑鬱程度亦排位最低；台灣大學生的寬恕、樂觀和自尊排位
最低，抑鬱程度排位最高；澳門大學生的正義感和攻擊性幽
默排位最高。香港學生的幸福感低於內地丶澳門和台灣的學
生，似與香港學生壓力大、競爭激烈有關。但是，香港學生
的抑鬱指數並非最低，這與香港學生的抗逆能力頗強有關。

總之，香港有關國家認同的研究多為從政治學、歷史學、
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的理論梳理與對策分析，針對香港人國家認
同問題缺少心理學的視角以及實證研究的依據。具體地說，目
前關於香港及內地青少年國家認同的研究有三個突出的問題：

（1）缺乏系統的心理學視角，特別是正向心理學變量與國家認
同的研究與分析；（2）缺乏本土化驗證，特別是針對港人國家
認同的本土化調查與分析；（3）缺乏與內地青少年國家認同的
比較性研究，特別是針對大灣區地區的調查與分析。據此，本
研究基於以上的文獻梳理與分析，擬從實證的角度探討青少年
國家認同現狀與心理學相關因素的關聯。

二　研究方法

1　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採用自陳報告的方式採集匿名的問卷數據，共
回收有效問卷 1,127 份。 其中，男生 490 人，佔 43.5%，女
生 593，佔 52.6%，未報告 44 人，佔 3.9%；香港中學生 258
人，佔 22.9%，香港大學生 360 人，佔 31.9%，深圳中學生
153 人，佔 13.6%，深圳大學生 352 人，佔 31.2%，未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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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 0.4%；香港學生共計 618 人，佔 54.8%，深圳學生共
計 505 人，佔 44.8%，未報告 4 人，佔 0.4%。受訪者平均年
齡 18.90 歲（N=1,127,SD=2.78）。

2　調查問卷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於本課題組在 2019 年度對香港和深圳
的 1,127 名中學生和大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由以下幾部分組成：一是個人基本資
訊，包括性別、年齡、籍貫、學校、年級、家庭狀況等；二
是國家認同調查，其中包括：（1）國家認同量表（Ha & Jiang, 
2015: pp.471-482），一共有八個條目，分為兩個維度，分別測
量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採用 4 點計分。各維度內取條目分
數均值作為該維度得分，分值越高表示民族認同或公民認同
越高。（2）單一條目國家自豪感調查，題目為「作為一個中國
人，你有多自豪」，採用 4 點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國家自豪感
越高。（3）香港青少年身份認同調查，讓他們從「香港人」、

「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四種身份中
選擇一個。三是正向心理學變量的測量，包括：《自尊量表》

（Rosenberg, 1965）（10 條目）、《樂觀量表》（Scheier, Carver 
& Bridges, 1994: pp.1063-1078）;（Lai, Evans, Ng, Chong, Siu, 
Chan, Ho, Ho, Chan & Chan, 2005: pp.467-484）（6 條目）、《主
觀幸福感問卷》（Lyubomirsky & Lepper, 1999: pp.137-155）（4 
條目）、《公正信念量表》（Lipkus, 1991: pp.1171-78）（7 條目）、

《社會融合感》量表（Shapiro & Keyes, 2008: pp.329-346）（3 條
目）、《感恩量表》（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 pp.112-
127）（6 條目），以上量表為 7 點計分。各量表均用平均數代表
量表得分，分數越高表示該量表所測量的心理變量程度越高。



9

深港青少年國家認同現狀調查分析：正面心理學的視角

三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的數據分析由 SPSS22 進行處理。

1　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狀況

香港青少年的出生地與其國家自豪感及國家認同相關。
具體地說，在國家自豪感和民族認同上，出生在內地的青少
年得分顯著高於出生在香港的青少年（ t = 11.89，p = .000; t = 
7.03，p = .000）, 而在公民認同上，不同出生地的香港青少年
之間得分沒有顯著差異（p> .05）。

身份認同的分析顯示，在接受調查的 569 名香港青少年中
（在 618 名香港學生交回問卷中，569 份屬有效問卷），51.8%
認為自己是「香港人」，24.1% 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10.2% 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13.9% 認為自己是「中國
人」。擁有不同身份認同的青少年在國家自豪感、公民認同和
民族認同上具有顯著差異（見表 1）。事後多重比較結果顯示，
在國家自豪感和民族認同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少年
得分最高，其次是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
人」的青少年，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青少年得分最低；在公
民認同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少年得分顯著高於認為
自己是「香港人」的青少年，而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或

「香港的中國人」的青少年則與其他群體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擁有不同身份認同的青少年在自尊（F = 10.75；p = .000；

η2 = .114）、樂觀（F = 10.53；p = .000；η2 = .112）、主觀
幸福感（F = 7.69；p = .000；η2 = .084）、社會公正信念（F 
= 6.31；p = .000；η2 = .070 ）、社會融合感（ F = 7.57；p = 
.000；η2 = .083）和感恩（F = 17.55；p = .000；η2 = .173）得
分上具有顯著差異，這為後面的線性迴歸分析提供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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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身份認同的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自豪感、國家認同之比較

M SD F P η2

國家自豪感 「香港人」 1.63 .73 149.22 .000 .455
「中國的香港人」 2.49 .89

「香港的中國人」 2.77 .92

「中國人」 3.58 .65

公民認同 「香港人」 2.61 .75 3.60 .014 .020
「中國的香港人」 2.78 .60

「香港的中國人」 2.76 .56

「中國人」 2.86 .71

民族認同 「香港人」 2.73 .67 31.37 .000 .149

「中國的香港人」 2.97 .62

「香港的中國人」 2.99 .68

「中國人」 3.50 .44

2　港深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比較

總體來說，香港青少年與深圳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狀況之間
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深圳青少年比香港青少年有更高的
國家自豪感、公民認同和民族認同（見表 2）。事後多重比較結
果顯示，在國家自豪感上，深圳青少年得分顯著高於香港青少
年（ps< .01），且同一地區的大學生與中學生群體之間沒有顯
著差異（ps>.05）；在公民認同上，深圳中學生的得分顯著高於
深圳大學生、香港大學生與香港中學生（ps< .01）；在民族認
同上，深圳中學生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深圳大學生，香港大學
生與香港中學生的得分最低且沒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的學生
在國家認同上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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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認同與積極心理學變量

本研究還將性別、國家自豪感、公民認同和民族認同
作為自變量，自尊、樂觀、主觀幸福感、社會公正信念、社
會融合感、感恩作為因變量進行線性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控制了性別的影響後，民族認同顯著預測了所有因變量

（ps< .001），國家自豪感顯著預測了自尊（p< .05）和感恩（p< 
.01），公民認同顯著預測了社會公正信念（p< .01）和感恩（p< 
.001）（見表 3）。這意味着國家認同，尤其是民族認同，與個
體的心理狀態有顯著的相關。具體來說，對國家有更高認同的
個體，擁有更積極的心理狀態。

M SD F P η2

國家自豪感 香港大學生 2.03 1.01 21.41 .000 .057

香港中學生 2.43 1.05

深圳大學生 3.69 5.31

深圳中學生 3.72 .50

公民認同 香港大學生 2.70 .67 5.22 .001 .015

香港中學生 2.67 .76

深圳大學生 2.60 .65

深圳中學生 2.88 .75

民族認同 香港大學生 2.91 .66 91.55 .000 .207

香港中學生 2.91 .72

深圳大學生 3.45 .50

深圳中學生 3.65 .38

表 2　港深青少年國家自豪感、國家認同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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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與建議

1　研究討論

本研究顯示，香港地區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程度顯著低於深
圳青少年，尤其體現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偏低上。具體來
看，在國家認同兩維度程度上，深圳中學生的公民認同程度最
高，而香港大學生、香港中學生、深圳大學生之間沒有顯著差
別；但是，在民族認同上，深圳中學生的認同程度最高，其次
是深圳大學生，香港學生的認同程度最低（香港大學生與中學
生在民族認同上沒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國家認同
上沒有顯著差異。同時，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自豪感也顯著低於
深圳青少年。從出生地來看，出生於內地的學生比出生於香港
的學生有更高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自豪感。以上研究結果與種種
現實跡象以及之前的文獻結果一致，表明香港地區青少年的國
家認同現狀堪憂，亟需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加強國民教育的課程
內容與民族文化的薰陶，抵制當前香港地區的分裂思潮，增強
他們的民族自豪感與認同感。

性別 國家自豪感 公民認同 民族認同 R2

自尊 -.03 .06* -.03 .22*** .050

樂觀 .06* .07* -.06 .23*** .058

主觀幸福感 .02 .06 -.02 .22*** .050

社會公正信念 -.03 .04 .09** .20*** .065

社會融合感 .02 .03 -.02 .25*** .063

感恩 .13*** .07** -.10*** .39*** .168
*p = .05, **p = .01, ***p = .001 

表 3　國家認同（自變量）與積極心理學變量（因變量）的迴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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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香港學生的雙重身份認同分析結果顯示，認為自己是
「香港人」的學生顯著多於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香港
的中國人」、或「中國人」的學生。此外，在身份認同上沒有顯
著的性別差異和學校（中學或大學）差異，但出生在內地的香
港學生更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同時，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的學生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學生有更低的公民認同和民
族認同。並且，對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的分析結果顯示，認
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最高，其次是認
為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
港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最低。以上發現均呼應了之前
的調研結果，表明香港青少年當前的區域身份認同超過了國家
認同，只認香港，不認中國，體現了他們將香港地區獨立區分
於中國整體的心態。

本研究發現，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意識（國家自豪感、
公民認同、民族認同）遠遜於內地青少年，而其區域和國民身
份認同與正向心理狀態有一定關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
學生在自尊、樂觀、主觀幸福感、公正信念、感恩和社會融合
感上得分最高，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學生則在以上各心
理學變量上得分最低。此外，本研究還發現，國家自豪感和國
家認同程度與積極心理狀態有關。國家自豪感與自尊和感恩顯
著正相關，公民認同與社會公正信念和感恩顯著正相關，而民
族認同則同自尊、樂觀、主觀幸福感、社會公正信念、社會融
合感和感恩這些特質顯著正相關。香港青少年國家自豪感、公
民認同和民族認同較深圳青少年低，可以側面反映出香港青少
年在當下面對國家議題和相關的社會議題時的迷惘和失望，這
也會最終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和政府施政的有效性。

同時，本研究在發現國家認同與青少年正向心理狀態的較
高關聯性之外，我們的數據分析並不能直接推導出這兩個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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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存在的相互影響關係，即無法確認是較低的正向心理降低
了國家認同，或是國家認同的降低使得青少年普遍缺乏正向心
理。這是之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2　研究建議

國家認同反映了個體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自己民
族文化的自豪感。在當前，國家認同程度與香港地區的繁榮穩
定有密切的聯繫，也和香港社會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態密
切相關。青少年是香港未來社會的主力軍，因此，提升香港人
民、尤其是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程度，促進青少年積極參與
國家整體發展規劃並獲得發展機遇至關重要。政府應該進一步
探討如何推動正向心理和國民認同的正向增長，廣泛探索適合
香港社會的發展方式。例如，在通識教育中完善香港學生對於
中國國情客觀全面的了解；增強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
度，尤其是要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把青年人的意見納入考慮範
圍；主動建立管道了解青年人的想法和不滿，並積極解決，同
時用積極的措施激發青少年正向的心態。

本研究探索了正向心理學相關變量與國家認同的關係，提
供了初步的實證依據，進一步拓展了前人有關國家認同與心理
學變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分析國家認同現
狀對於理解當前香港青少年的心理狀態也提供了新的思路。青
少年的國家認同與其心理健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性，本文提出
了政府應該加強這兩者協同正向增長的政策探索。另外，我們
也指出了本研究在確定國家認同與正向心理之間互相影響的關
係上有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建議之後的研究可以將大灣區的樣本
納入研究範疇，並應取樣多樣化，例如向中學生和大學生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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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採樣。並且，之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調研香港青少年到內地
工作和發展的意向，了解他們對於國家發展規劃的想法和參與
意慾，這有利於為香港青少年在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作出政策方
面的建議與實施。

五　小結

國家認同反映了個體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自己民
族文化的自豪感，也與地區的繁榮穩定有密切的聯繫。本調查
表明，香港地區青少年的國家認同程度顯著低於深圳青少年，
尤其體現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偏低上。此外，自認為是

「香港人」的學生比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學生有更低的公民認
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自豪感。迴歸分析結果表明，國家自豪感
和國家認同程度與青少年積極心理狀態高度相關，提升青少年
的國家認同對其心理健康也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由此，香港特區政府應積極探索新的管道，尊重本土價
值觀的同時，增強青少年在政府決策中及在國家發展規劃中的
參與度，提升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提高心理健康狀態、積極
情緒的正向作用，以及獲得更高的幸福感。而長遠說來，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不僅有利於深化內
地和港澳交流合作，也有利於港澳獲得國家發展戰略帶來的機
遇，提升競爭力，保持繁榮穩定。而提高香港人民的國民身份
認同，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是粵港澳政治與經濟融合的關
鍵，希望本論文能對香港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有積極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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